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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处罚”行为的正当程序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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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商平台为了保证交易的秩序，一般会对平台内的经营者采取封禁店铺、降低搜索权重、扣

划保证金等处罚措施。此类行为虽然发生在私法自治的外衣之下，但是具有准行政处罚的实质特征，

而现行法律对其程序约束明显不足。用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来证明平台处罚应该受到告知、听取

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告知等最低程序标准的限制。经过研究发现，平台处罚在告知、申辩、说明理

由和救济这四个环节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其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三单方”权力结构缺少程序制衡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要以《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为依托，创建起“最低程序标

准+分档程序+监管备案”的规范化方案。要规范平台处罚程序，使数字时代社会公权力始终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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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nsure transactional 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generally implement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operators
within the platform, such as shop closures, reduced search ranking, and deduction of security deposits. Although these
actions occur under the guise of private law autonomy, they possess the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of
quasi-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while current legislation shows clear deficiencies in procedural constraints.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law demonstrates that platform sanctions should be subject to minimum
procedural standards, including notificatio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defense, explanation of reasons, and notification
of remedies. Research has revealed structural flaws in all four aspects of platform penalties: notification, defense,
explanation of reasons, and remedies.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three unilateral powers” structure, which lacks
procedural checks and balances. Based on th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Online Trading Platform Rules" should be used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framework, encompassing "minimum
procedural standards, tiered procedures, and supervisory record-keeping." It is essential to standardize platform sanction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social public power in the digital era operates consistently under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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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平台内经营者对电商平台的依赖，早已超出
一般商业合作的范畴。一个“违规通知”弹出，
店铺搜索权重骤降、商品被下架、保证金被扣划，
经营者面对的往往不是协商，而是一个既成的、
难以推翻的处罚结果。以某电商平台为例，商家
在收到“违反平台规则”的系统通知后，往往在
数小时内即被限制流量甚至关闭店铺，而其获得
的说明通常只是“违反社区规范”的概括表述，
具体的违规事实、认定的依据与理由均付之阙如。
对于高度依赖平台流量生存的经营者而言[1]，平
台的一纸通知足以决定其营业的存续。这种不对
称的处置关系[2]，构成了数字市场中一类普遍存
在却少被追问的现象。平台究竟依据何种程序，
对平台内经营者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

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平台能否处罚。平台负
有治理交易秩序、制止违法行为的责任，其处置
违规商家的行为具有管理与自治的双重正当性[3]。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平台处罚“依何程序”作出？
经营者是否获得了事前的告知、事中的申辩与事
后的救济？既有研究多从反垄断法、合同法与侵
权法的视角讨论平台责任与平台治理[4]，却较少
将目光投向处罚行为本身的程序构造，追问平台
在作出处罚时是否履行了基本的程序义务[5]。正
当程序原则作为约束公权力行使的经典法治原则，
通常在行政权运行的语境中被讨论，而当代平台
私权力的兴起，恰恰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张力的
问题[6]。当私主体行使着实质意义上的公共治理
权力时，正当程序原则能否、以及如何向其延伸[7]。

先证明平台处罚具有公法属性，揭示其准行
政处罚的本质，再论证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于平台
处罚场景的正当性基础，最后用告知、申辩、说
明理由、救济四个要素作为标尺来检验现状，最
终落脚到可操作的程序规范设计上。本文认为平
台处罚应当受到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约束，以网
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为机会，提
出最低程序标准、分档程序和监管备案相结合的
制度方案。该进路把行政法的分析手段带入到平
台治理当中，一方面回应了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对
于“社会公权力”一直存在的关注，另一方面也
给平台处罚的程序规制赋予了具体的制度出路。

二、平台处罚行为的法律属性：私法自治抑或准
行政处罚

“平台处罚”是指电商平台根据平台规则，

对平台内经营者作出的、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
处置措施。就其表现形态来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资格类处罚，即封禁店铺、限制入驻、
暂停或者终止合作等，直接剥夺经营者继续经营
的机会。第二类是流量类处罚，即降低搜索权重、
屏蔽商品、下架链接、限制参与促销活动等，间
接削弱经营者的交易能力；第三类是财产类处罚，
即扣划保证金、罚款、扣减佣金或者冻结货款等，
直接减少经营者的财产收益[5]。这三种处罚在实
践中常常被同时使用，它们都给经营者带来了单
方面的不利后果，与行政处罚的功能有相似之处。

对于平台处罚的性质，一种流行的观点把它
归入私法自治的范畴。该说认为，平台和经营者
之间是合同关系，平台规则属于合同条款，商家
入驻就表示同意平台规则，处罚不过是合同违约
的一种处理方式或者平台作为交易场所管理者自
律的行为。这一解释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不能回答平台处罚的三单方结构。平台一方
制定规则、一方认定事实、一方执行处罚。经营
者对于平台规则没有实质的磋商余地，“要么接
受、要么离开”的缔约模式使“同意”成为一种
形式，将其简单化为“合同自由”，无异于用形
式平等掩盖实质支配[8]。一旦承认平台规则有格
式条款以外的治理功能，合同进路就显得解释力
不够。

更恰当的定性就是把平台处罚看作一种准行
政处罚[9]。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可
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辨析。其一为单方性，处罚作
出无需相对方同意，经营者处于被动接受地位。
其二为强制性，经营者若不接受处罚，就会面临
经营资格丧失等不利后果，其实质强制力并不亚
于行政强制。其三为惩戒性，处罚以经营者的违
规行为为前提，目的在于制裁违规、威慑潜在违
规，具有明显的报应和非难色彩。其四为外部性，
处罚虽然发生在平台内部，但是它的效力溢出到
平台和经营者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影响消费者福
祉和市场竞争秩序[10]。平台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市
场支配地位以及规则制定权而产生的处置能力，
已经不是一般的合同权利了，而是具有社会公权
力性质的“准行政处罚权”。该属性的发现并不
是为了给平台的行为打上标签，而是要回答一个
更根本的问题，即权力既然存在，那么程序也应
该随之产生。确定平台处罚的性质，给之后的程
序规制提供逻辑起点。如果平台处罚只是私人之
间的一种合同约定，那么法律对它的程序要求最
多只能到格式条款的效力审查为止。一旦承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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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准行政处罚的性质，程序约束就有了正当性
基础。属性认定就是把“平台有权处罚”和“平
台必须正当程序地处罚”联系起来的关键环节，
也是本文全部论证的支点。

三、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于平台处罚的正当性基础

正当程序原则是行政法上的基本准则。其规
范内涵虽然在学理上存在争议，但是就最低限度
的要求而言，一般被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
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告知。这四项
要求的共同本质就是对权力行使进行程序性制约，
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受到可以检验的约束，它的
价值并不在于保证结果必然正确，而在于保证相
对人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机会。正当程序原则的适
用范围，正处在由传统的公权力向私人权力场景
的扩展之中。近代以来的行政法理论用主体的公
私属性来划定正当程序的边界，把程序保障义务
限定在行政主体的行为上。但是当私主体行使着
具有公共治理功能的权力的时候，以主体身份为
标准的划界方式越来越捉襟见肘。私权力规制研
究显示，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由主
体是否是公权力所决定的，而是由权力本身性质
所决定的[7]。当代大型数字平台拥有流量分配、
规则制定和秩序维护的实际权力，在很大程度上
取代或者补充了公权力在数字市场中的部分职能，
将这种权力排除在程序约束之外，无异于在法治
体系中留下一个巨大的程序盲区[11]。

平台处罚应当受到正当程序的约束，可以有
两条途径来获得完整的证成。第一条就是权力来
源路径。平台的处罚权不是单纯的契约权利，是
经过法律授权或者义务设定才具有规范性支撑的。
我国《电子商务法》以平台治理交易秩序、处置
违法经营者的义务，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
制度也要求平台对违规行为主动规制[3]。当法律
把治理职能委托或者交给平台的时候，平台在履
行该职能时所行使的权力就具有了公共委托的性
质，其程序义务也应当随着权力来源的公共性而
扩大。第二条为事实支配路径。经营者对于平台
高度依赖，平台在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因
此平台享有无需得到相对人同意就能实现自己意
志的实际强制力。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事实结
构，即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才产生了程序约束的
现实必要性[10]。无论是从“权力从哪里来”还是
从“权力怎样运行”来说，平台处罚已经超出了
私法自治的范围，正当程序不再是外来的道德要
求，而是内生的法治约束。

四、平台处罚程序的现状检视

以告知、申辩、说明理由、救济这四个要素
为标准，可以对平台处罚程序现状做更细致的考
察。就告知环节来说，缺陷主要是处罚依据的模
糊化和规则变动的不可预测。平台大多用“违反
社区规范”、“影响交易秩序”等概括性的理由
立即对经营者进行处置，处罚通知一般只引用规
则名称而没有具体指出违规的事实和条款。平台
规则的更新也并不总是能够准确地传达给每一个
经营者，规则文本本身又庞大、晦涩且不断变化。
当处罚依据本身就是一套经营者无法完全掌握的
规则体系的时候，“告知”就很容易变成形式，
经营者既不能预知自己的行为界限，也不能在事
后对处罚的依据提出质疑[12]。更严重的是，没有
对申辩和说明理由进行双重的缺失。大多数平台
所谓的“申诉”是事后启动的、单方面的、内部
化的复核程序，经营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自行
举证，复核是由平台内部人员进行的，既不是事
前听取申辩，也不是有中立第三方参与的，而且
处罚决定一般不会说明认定违规的具体理由和证
据。在这样的结构里，申诉和处罚同属一个权力
主体，复核者天然就倾向于维持原来的处罚结果。
如果申诉结果在程序设计之初就已经被结构性地
决定了，“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但我仍然维持原
判”就成了常见的结局，申诉也不过是正当程序
的装饰品[5]。救济渠道的实效性不足，成为第三
大缺陷。经营者对于平台处罚的救济途径主要有
三条，即平台内部申诉、提起民事诉讼、向行政
机关投诉举报。内部申诉没有独立性已经如上所
述；民事诉讼存在成本高、举证难等现实障碍，
经营者不能证明平台规则适用有瑕疵，也不能承
受诉讼期间经营受损的风险。行政投诉举报虽然
有《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但是受理标
准、处理时限和反馈机制不明确，经营者经常处
于投诉无门的境地。经营者所遭遇的救济困境，
归根结底就是"私法救济太贵、公法救济太远"的
双重失灵[3]。

近年来出台的新规给平台处罚程序的制度性
突破提供了一个契机。《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
管理办法》第一次对平台规则的制定、修改和执
行程序作出了规定，要求平台制定或者修改规则
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并全面归纳处理意见，规则应
当在实施前七日内公示，涉及重大权益的规则应
当在实施前十五日内公示并设置过渡期，修改规
则不得将同意设为默认选项，也不得阻止不接受
规则的经营者退出。更重要的是，该办法第 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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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台对经营者采取负面影响措施作出直接的
程序要求，即平台应当告知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
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设置便捷的
申诉渠道；经营者提起申诉的，平台应当及时复
核、客观公正地处理，仅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处理的，申诉人提出人工判定要求时应当采用人
工判定方式，处理结果应当及时告知申诉人。第
20条又规定，平台不得对经营者的申诉权利作出
不合理的限制。这些条款使平台处罚程序由“无
法可依”变为“有章可循”，有重大的规范意义。
但是就该办法整体结构来说，其规范重心仍然放
在平台规则的制定和公示程序上，对于处罚行为
本身具体程序义务的规定比较原则，缺少可操作
的强度分层和责任约束，在实践中仍然会存在被
架空的风险。新规给平台规则套上了程序之缰，
但是在处罚行为这个关键节点上，缰绳的缰环还
没有配齐。

五、平台处罚正当程序规制的路径设计

就以上问题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路径设计，力
求具体、可操作，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监管呼吁上。
第一，确定适用于所有平台处罚的最低程序标准。
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四项基本要求，应当把事前
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救济告知作为平台
处罚不可逾越的程序底线。就具体而言，事前告
知是平台在作出处罚之前要告知经营者拟处罚的
事实、理由和规则依据，听取申辩是平台给经营
者留出合理的陈述和异议时间，说明理由是处罚
决定中必须载明认定违规的具体事实、证据和规
则条款。救济告知是向经营者明确提示申诉和其
他救济途径。最低程序标准的意义在于，不论平
台规模大小、处罚轻重，这四项要求都应该普遍
适用，它是程序正义的“地板”，而不是“天花
板”，是经营者程序权益的兜底保障[6]。第二，
创建起和处罚严厉程度相适应的分档程序机制。
一刀切的高强度程序要求会损害平台治理效率，
统一的低强度要求又不能保护经营者权益，因此
应该根据处罚的严厉程度来配置不同的程序强度。
对轻度处罚，即警告、限期整改、短期限流等可
以采用简易程序，平台只需履行告知义务并保存
记录即可；中度处罚，如下架商品、显著降低搜
索权重、扣划保证金等应适用标准程序，平台须
事前告知、给予合理的申辩期限并作出书面理由；
重度处罚，如封禁店铺、终止合作、冻结货款等
应适用严格程序，包括事前充分告知、给予充分
的申辩机会、由不直接参与原处罚认定的内部复

核单元或者外部第三方进行独立复核，并明确告
知外部救济通道。程序的强度要和处罚的严厉程
度相适应，剥夺经营者全部营业资格的处罚不能
用同一个程序来适用。该种分档思路既可以借鉴
平台治理中的二元分治思想，也可以和公共治理
领域分级治理的逻辑相契合[13]。第三，建立外部
监督和备案制度。只依靠平台自身的约束来保证
程序标准的实现是不现实的，行政监管的适度介
入是必要的。

第一，要把平台处罚规则中涉及重度处罚的
条款纳入监管备案范围，在规则实施前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进行程序合规性审查；第二，要由监
管部门制定“平台处罚程序合规指引”，明确告
知、申辩、说明理由和救济告知的具体标准，给
平台提供可以遵循的规范；第三，建立定期抽查、
约谈和公示制度，对多次违反程序义务的平台予
以公开通报；第四，明确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规定平台违反最低程序标准作出的处罚，经营者
在后续争议中可以主张该处罚无效。监管的价值
不只是事后纠错，更在于用程序性备案和合规指
引来使平台的处罚行为“事前有规矩、事中有留
痕、事后可追溯”[11]。域外对于大型数字平台的
治理经验也表明，外部监管的介入并不一定会损
害平台的治理效率，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保护
经营者权益和维护平台自治之间找到平衡。第四，
完善平台处罚的救济衔接机制。救济是程序保障
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打通平台、行政、司法三
者之间的递进式救济链条。在平台内部要保证申
诉渠道的便捷和复核的独立性，在行政上要明确
经营者对平台处罚的投诉举报受理标准和处理时
限，把平台的程序履行情况纳入监管核查范围，
允许经营者在平台未依法履行程序义务时请求行
政机关介入，在司法上要明确平台处罚行为的可
诉性，承认经营者就平台处罚提起民事诉讼或者
请求司法审查的资格，适当减轻经营者的举证责
任。建立平台内部申诉、行政投诉核查、司法最
终救济的递进式结构，使经营者受到不正当处罚
的时候可以得到有效的、可及的救济。救济不是
程序的对立面，而是程序的最后一道——没有可
及救济的程序，只是“看起来很美”的正义[2]。

六、结语

平台处罚权是数字时代催生出来的社会公权
力。它产生于私法自治的外在形式之下，却行使
着实质上的公共治理职能；它提高了数字市场的
治理效率，也必然伴随着权力滥用的风险。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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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观点就是正当程序是该权力不能回避的法
治约束，承认平台处罚具有准行政处罚性质，正
当程序就随之而来；对于告知、申辩、说明理由
和救济环节存在的各种缺陷，最低程序标准、分
档程序和监管备案就成了制度回应的必然选择。
规范平台处罚程序，本质上就是把“权力”始终
放在“法治”的轨道上。数字平台不是法外之地，
平台处罚也不能成为程序之外的“黑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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